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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新论

中古空间绝后的民族大融合
朱大渭

【提　要】魏晋南北朝是我国中古民族大融合时期，儒家以 “用夏变夷”的民族观念追求华夏文化一

体、天下一统的大同世界。各民族人民及政治家认清历史发展潮流，以自觉行动实践儒家 “用夏变夷”的

民族融合理论，极大促进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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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中古民族大融合时期，加入民族

融合队伍的不仅有匈奴、鲜卑、氐、羌、羯等所谓 “五

胡”外，还有乌桓、柔然、高车、蛮、獠、蜀、稽胡等

民族。而且民族融合进程持续将近４００年之久。魏晋南

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对中古历史进程影响十分深远。以

下从四个方面加以探讨。

１．儒家民族观。我国自先秦到明清，周边及北方南

下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同化与融合，对我国古代政治、

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影响非常大。因而古代先哲

对此给予极大的关注，其中尤以儒家为显著。关于儒家

民族思想，不少史家多强调其 “夷夏之防”、 “尊王攘

夷”之说。其实，这是儒家针对华夷矛盾尖锐时，夷狄

侵扰中夏的现实提出的。我们应当对儒家民族思想体系

作全面地理解，尤其是要揭示其进步的一面。康有为在

《论语·八佾》注中阐述孔子的夷夏观时曾说：“故夷狄

而有德，则中国也；中国而无德，而夷秋也。”他在

《论语·子罕》注中又说：“其始夷夏之分，不过文明野

蛮之别。故 《春秋》之义，晋伐鲜虞则夷之，楚人入陈

则中国之，不以地别，但以德别，若经圣化，则野蛮进

而文明矣。”① 康氏对孔子夷夏关系说的诠释，深得其底

蕴。《春秋公羊传》把古史分为三个阶段，各个阶段的

夷夏关系也不同：据乱世， “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

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 “夷狄进至于爵，天

下远近大小若一”。这是说，夷夏处于平等地位，其地

域可以相互转化。故国学大师章太炎指出：“春秋之义，

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

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

准，而无有亲疏之别。”②

到了战国时代，长期战乱纷争，人民普遍要求统一。

儒家为适应时代的要求，在 《春秋》大一统思想指导下，

站在历史进程的制高点，对华夷关系发展变化作了带本

质性的总结。这就是孟子说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

变于夷者也。”③ 孟子这个精辟的科学结论，是根据历史

真实得出的。他指出，夏禹或文王虽历史时代前后相去

甚久，又都出自夷族，但他们治理中国的法度是相同

的，都是用华夏文化治理国家，因而都成为华夏文化的

开创者。孟子根据夷夏关系发展的历史实际，所提出的
“用夏变夷”， “未闻变于夷”的科学论断，实质上是指

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被文化相对先进的民族所 “同

化”，而不是相反，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先秦儒家思想的核心有五个支撑点：一是 “仁爱”、

“仁政”、“礼乐”；二是人性善及修身养性；三是 “君子

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四

是文化传承的教育思想 “有教无类”；五是 《春秋》大

８１１

①

②

③

参见拙著 《儒家民族观与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及其历史影
响》一文所引，载 《六朝史论续编》，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版，第２０４页。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５年版。

杨伯峻：《孟子译注·滕文公上》，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版。



一统理论。儒家民族思想理论体系，正是从其学说思想

核心出发形成的。“仁”者爱人，“仁政”爱民。夷狄也

是人和民，当然在被爱之列。夷狄既是人，性必善，通

过教育和修身提高其善行。他们文化虽相对落后，但通

过德政 “礼、乐”教化，完全可以提高为华夏文化。既

然夷夏是兄弟，当然要平等互助，团结和睦。尤其要实

现 《春秋》大一统天下观，就必须用华夏文化影响、提

高夷狄文化，使之相互交融，以实现 “夷夏一家，天下

一统”。可以说，这是儒家民族观的最终理想。由此，我

们发现就儒家整体民族理论而言，其积极进步的一面是

主要的，其消极落后的一面是次要的。以孔孟为代表的

儒家民族理论体系核心，或者说其内在联系在于，民族

文化差异可以趋同，这就是通过民族平等、仁爱、仁政、

修身，以及实施 “礼、德”教化来实现，其结果华夏相

对先进的文化 “同化”夷狄相对落后的文化，即孟子说

的 “用夏变夷”，以达到儒家理想的华夷文化一体、天下

一统的大同世界。

关于民族融合的理论，人们最熟悉的是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著名论断。马克思在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

结果》一文中指出： “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

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

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

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规律。”恩格斯在 《反杜

林论》中进一步指出： “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

行的征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的

存在的比较高的 ‘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

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这里，

马克思所讲的 “较高文明”，恩格斯更明确地用比较高

的 “经济情况”来代替，因为文明或文化决定于经济发

展的状况。如果将孟子的民族融合观，同马克思、恩格

斯提升的民族斗争和融合理论相对照，我们发现，儒家
“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也即在民族关系中，总是

先进民族文化 “同化”后进民族文化的观点，同马克

思、恩格斯关于人类民族文化同化的 “永恒的历史规

律”，其内涵颇为相似。只不过前者是自发地对历史现

象客观的叙述，后者是以唯物论观点自觉地对历史发展

的规律的升华，而且前者主要是从我国国内民族融合中

得出的，后者则是从世界范围内外部民族入侵别的民族

被同化而得出的普遍规律。①

我们知道，儒家思想是中华文化的主干，尤其是属

于政治思想的民族理论更是如此。它给以后开明的政治

家和哲人深远影响，为其实行民族平等，以及 “用夏变

夷”的民族政策，或论述有关民族问题，提供了重要的

理论依据，有的甚至自觉地作为 “用汉变夷”的指导思

想。西汉 《淮南子·时则训》继承儒家思想，提出了我

国古代 “五位一体”的民族关系模式，其 “中央之极”

为黄帝 “所司”，其余四方祖先都是华夏族的创始人古

帝。同书 《俶真训》还说： “四夷”与华夏族皆一家兄

弟，所谓 “万物一圈也”。无论儒家民族思想或马、恩

关于民族融合的 “永恒的历史规律”，其关键都在于人

类先进文化推进民族融合进程的不可抗拒性，即在民族

关系发展进程中，文化相对后进的民族必然被文化相对

先进的民族所 “同化”。在我国历代民族关系中，汉胡

统治者比较自觉地实践儒家民族理论并收到实际成效

的，当以十六国北朝至唐初最为显著。

２．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的必然性和复杂性。儒家积

极进步的民族观，乃源于对客观历史进程的准确把握和

精深揭示。我国先秦至中古时期的历史进程，其总趋势

同儒家关于民族融合的结论基本相吻合。在魏晋南北朝

近四百年间，我国北方十多个民族前后建立起约３５个

政权，战乱频仍，人民大批死亡流散，社会长期动荡不

安。各类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但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文

化水平相对较高、人口居多的汉族广大人民群众，与人

口较少、生产方式接近的五胡游牧民族统治者之间的矛

盾；同时在文化上，则表现为相对先进的汉族农耕文化，

与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游牧文化之间的矛盾；在社会经

济形态上，则表现为封建制农业经济与氏族制末期或奴

隶制初期游牧经济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政治、经济、文

化矛盾斗争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必须解决主要矛盾。如

何解决主要矛盾呢？只有用孟子说的 “用夏变夷”的方

针政策，使各少数民族汉化，在接受汉化的同时进入汉

族农业封建生产方式体系中，使得以汉族文化为主的各

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得到共同的发展和提高，这

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十六国北朝各类政权，实际上是以一个少数民族的

上层分子为主而包含汉族士人在内的多民族骨干参与组

成的联合政权 （前凉、西凉为汉族上层所建），其统治

下的人民，也是以汉族为主包含文明程度参差不齐的各

少数民族在内。众多的民族和人口要实现汉化，也即要

彻底改变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各民族传统习

惯势力进行阻挠，其斗争的激烈程度和复杂局面是可想

而知的。再加之多民族多元化所组成的政权，各族文化

相异所出现的竞争和碰撞，由此而产生的民族融合和文

化相互渗透的历史机遇，以强大的历史合力推动着各个

民族、各个家族及其相关的政治军事集团及其代表人物，

在奋力抗争或合作的对立统一中求生存、创事功。

无论当时民族斗争和融合如何复杂，它必然受着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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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恩格斯所提示的民族融合发展进程的 “永恒的历

史规律”的制约。除了十六国初期后赵末石氏最高统治

者的残酷压迫所引起的短期的民族仇杀外，从前秦到隋

统一民族融合最后完成的长时期中，除六镇地区和北齐

局部及短暂地出现过胡化逆流外，再没有大范围内或长

时期内形成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民族对抗或仇杀现象。实

际上，当时我国北方各主要政权的最高统治者皆自觉不

自觉地向着儒家民族观所指引的民族融合方向前进。早

在十六国初期，李雄在益州建立成 （汉），汉族士人仿

照汉制定朝仪百官以及各种封建制度。李雄又 “兴学

校，置史官，听览之暇，手不释卷”。① 后赵石勒称王

后，建社稷，立宗庙，起明堂、辟雍，司礼乐威仪。并

让汉族士人为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史学祭酒，以吸取

汉族封建政权的礼乐法制，石勒 “亲临大小学，考诸学

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又 “典定九流，始立秀、

孝试经之制”；命郡国 “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

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② 这是用儒学为

后赵培养人才。十六国中后期，各少数民族政权更是重

用汉族士人，不同程度地吸取封建统治的政治、经济、

文化制度，尤其重视 “汉化”的指导思想儒学。如前燕

鲜卑慕容氏各代君主都注重儒家教育，慕容廆 “览政之

暇，亲临听之 （儒生讲学）。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

矣”。慕容皝 “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

东庠于旧宫……皝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

千余人。”又崇儒学， “于是学者咸劝，儒风盛焉。”又

“兴律学于长安……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③

十六国南凉河西鲜卑秃发氏乌孤、利鹿孤、傉檀三主都

谙习汉文化， “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

子。”后秦尚书郎汉族士人韦宗出使南凉，傉檀与韦宗

“论六国从横之规，三家战争之略，远言天命废兴，近

陈人事成败，机变无穷，辞致清辩”。韦宗感叹：“命世

大才，经纶名教者，不必华宗夏士…… 《五经》之外，

冠冕之表，复自有人。车骑 （指傉檀）神机秀发，信一

代之伟人。”④ 在韦宗看来，像傉檀这样汉化较深的少数

民族杰出人物，同汉族士人一样可以发扬汉文化精义，

这在当时胡汉矛盾异常激烈的氛围下，乃是符合汉化历

史潮流的振聋发聩之音。北凉匈奴卢水胡沮渠氏，继前

凉、南凉在河西保存了汉文化传统，儒学和其他学术思

想昌盛。北凉政权与南朝刘宋政权常有文化交往，并曾

互相赠书。北魏前期，崔浩、高允等曾助拓跋焘实行汉

化并卓有成效。崔浩被诛并牵连许多汉族士人，也只是

汉化历史潮流中的一小股漩涡逆流而已。崔浩死后，北

魏仍继续实行汉化政策，为孝文帝全面汉化打下了

基础。

如果我们对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进程作深层次考

察，则可以发现它始终受相对先进民族文化 （汉文化）

“同化”相对后进民族文化的历史规律所制约，即先进

民族文化从各方面无形中对后进民族文化有一种强大的

无法抗拒的冲击力和吸引力。这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

总是不断地企求物质上和精神上高水平的生存欲望所决

定的，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是历史发

展在民族关系中的 “永恒规律”。因而大批少数民族英

明君主和汉族杰出士人，以政治家敏锐的洞察力，把握

时代前进的脉搏，认清历史发展潮流，大都以自觉的行

动，去实践儒家 “用夏变夷”的民族融合理论。

３．民族融合在复杂形势下的趋同性。在魏晋南北朝

民族融合进程中，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早期的前秦

苻坚与王猛，中期的北魏孝文帝与李冲、王肃，晚期的

周文、武帝与苏绰、卢辩。这三个君臣集体竭力推进民

族融合，尽管他们所处时代先后不同，民族类别不同，

民族融合发展程度有别，政治经济形势存在着差异，因

而在汉化进程中各具特色，但他们在各方面又存在着诸

多相同点，我们称之为趋同性。这是由马恩所示 “永恒

的历史规律”的制约，以及儒家 “用夏变夷”理论也即

汉化的指引，加之三个领导汉化集体自觉地实践儒家民

族理论等三条所决定的。上述三个领导集体人物的文化

素养、治国才能、民族观、品格，以及他们所进行的民

族融合 （汉化）政策和内容及其相关方面，究竟有哪些

趋同性呢？

第一，秦王苻坚、北魏孝文帝、北周文、武二帝，

他们天资聪慧，汉文化水平颇高，因深明汉文化优秀传

统内涵及其对本民族文化素质提高的重要性，从而能准

确地掌握汉化的指导思想。苻坚 “博学多才艺，有经济

大志，要结英豪，以图纬世之宜”，对汉族历史典籍十

分熟悉，每与群臣论对，常随口引用历史典故，并深得

其意蕴。他经学造诣很深，曾巡视太学，问难五经，博

士多不能对。⑤ 孝文帝元宏，在四帝中汉文化素养最高，

据 《魏书·高祖纪》载： “雅好读书，手不释卷。 《五

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

家，无不该涉。善谈 《庄》、 《老》，尤精释义。才藻富

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

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史称其 “雄才大略……

经纬天地”，“听览政事，莫不从善如流。哀矜百姓，恒

思所以济益”，“爱奇好士，情如饥渴”。周文帝宇文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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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善任使，从谏如流，崇尚儒术，明达政事，恩信

被物，能驾驭英豪”，对儒家治国要旨，识见明睿。周

武帝宇文邕 “幼而孝敬，聪敏有器质”，精于儒学，还

通佛、道经义。曾两次集百僚和沙门、道士等，亲讲
《礼记》。① 以上四帝，皆崇尚儒家，有较高的汉文化

素养。

第二，四帝进步的民族平等和睦思想。苻坚提出：

“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

赤子。”魏孝文帝曾言：“凡为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

诚御物，苟能均诚，胡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周武帝

也说：“怀远以德，处邻以义”，从而达到 “八纮共贯，

六合同风”。② 这是指以德义对待边远四方夷人，使得汉

夷混如一家。四位少数民族明君都主张各民族亲如兄

弟，团结平等，和睦相处，消除彼此敌对和歧视，在实

行 “德政”的原则下，逐步推进以汉文化为主的民族融

合进程。

第三，秦王、魏孝文、周武三帝在推进民族融合过

程中，都具有实行方针政策的坚定性。其中最重要的是

严惩保守顽固势力对汉化的阻挠。如孝文帝在迁都洛阳

实行汉化的关键时刻，尚书左仆射穆泰与恒州刺史陆睿

联合乐陵王思誉、安陵侯元隆、阳平侯贺头等一大批王

公重臣谋反，反对迁都汉化。孝文帝当机立断，命元澄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彻底摧毁了这个牵连宗室重臣百

余人的反汉化守旧势力集团。甚至皇太子恂反对迁都汉

化，孝文帝也大义灭亲赐恂以死。③

第四，关于四帝实行汉化的辅臣，各有一个在政治

上有较高水平的群体，其中以前秦王猛，北魏李冲、王

肃，北周苏绰、卢辩等五位汉族士人为代表。除王猛

外，其他四人皆出身高门。他们不但汉文化素养高，而

且为识时务之俊杰。前秦王猛虽出身寒士，从其 “宰宁

国以礼，治乱世以法”及文韬武略看，他深明儒、法、

兵家治国安邦之术。他 “崇尚儒术”，更易于接受儒家

进步民族观，以澄清天下为己任，显然具有儒家经世致

用 “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取向。北魏李冲深通儒家

礼典及治国要旨，且识鉴甚高。王肃为琅邪王氏名相王

导之后， “少而聪辩，涉猎经史”，长于 《周礼》、 《易

经》，太和十七年 （公元４９３年）奔魏，孝文帝 “虚襟

待之，与其论为国之道，肃陈说治乱，音韵雅畅，深会

帝旨”。④ 正值孝文帝迁都汉化之时，礼乐朝仪，皆深仰

于肃。苏绰 “少好学，博览群书”， “有王佐之才”。苏

绰制 《六条诏书》，不仅显示其汉化文化水平高，而且

对两汉以来德法治国之道作了全面深刻地总结和阐述，

乃中古治国之宏论。卢辩家 “累世儒学”，文帝以其辩
“有儒术，甚礼之，朝廷大议，常召以顾问”。五位辅臣

不仅仅汉文化水平高，而且深明德法治国之道，能掌握

中央封建专制集权政体的典制，故能助君主制定出汉化

的正确方针政策。

第五，王、李、王、苏、卢等五位汉化辅助大臣，

均非一般儒生俗士。他们深刻认识到身处非常时代，

必须从儒家进步民族观出发，站在整个中华民族和全

国求统一、求富强的立场，摒弃儒家 “夷夏为防”以

及狭隘的汉民族大义、气节、正统之类违时的落后观

念，故能认清十六国北朝历史发展的主流，辅佐少数

民族英明君王，坚定不移地实行儒家 “用夏变夷”的

方针政策，以促进在以汉族文化为主的前提下各民族

融为一体，使北方政局趋于稳定，社会经济恢复发展，

人民生活安定，综合国力加强，最终实现全国的统一。

其实，三个领导集体的明君贤宰都能清醒地认识到，

当时实行汉化乃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势。 《晋书》作者

指出苻坚、王猛 “变夷从夏”；魏初崔浩讲的 “变风

易俗，化洽四海”；孝文帝太和八年 （公元４８４年）

诏：“故变时俗，远遵古典”；周文帝 “恒以反风俗，

复古始为心”；周武帝反复强调的 “朝政维新”；都是

以不同提法，表明 “用夏变夷”的同一思想。上述君

臣对当时形势的清醒认识，乃是其自觉地实行汉化的

前提。

第六，共同高扬民族融合即汉化的三面旗帜，以证

明自己所行的 “中国之道”。这三面旗帜分别是：其一，

大力兴办学校教育，崇尚儒学，特别尊祀孔子。因为他

们深知美教化，移风俗，莫尚于儒。其二，礼教为先，

制礼作乐。尤其是孝文帝、周武帝考订五礼，推演雅

乐。其三，德刑并举，德治为先。尤其是孝文帝重视援

《经》入律，反酷刑而合 《经》义。

第七，苻坚、孝文帝、周武帝都积极地谋求全国

统一，企盼为朔所归，做一位 “后圣”。苻坚 “每思天

下未一，未尝不临食辍”， “江东未平，寝不暇旦”。⑤

可见他为实现天下统一，已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孝文帝曾多次向君臣表达其欲统一全国的宏图远志。

迁都洛阳后，紧接着从太和十八年十二月到太和二十

三年三月约五年内，三次率大军南征，不幸卒于最后

一次南征途中。在临死遗诏中还念念不忘说 “迁都嵩

极，定鼎河瀍，庶南荡瓯吴，复礼万国，以仰光七庙，

俯济苍生。困穷早灭，不永乃志。”⑥ 周武帝于建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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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公元５７７年）灭北齐统一北方后，紧接着宣政元年
（公元５７８年）五月，匆忙挥师北伐，欲平定突厥解除

后顾之忧立即南征，不幸暴卒于北伐途中。周武帝遗诏

中也是以未实现统一全国为憾： “将欲包举六合，混同

文轨。今遘疾大渐，气力稍微，有志不申，以此叹

息。”① 可见孝文、周武二帝，皆以统一全国壮志未酬为

遗恨。

三帝如此热衷于实现全国统一，到底是什么原因和

心态促使其这样做？我们以为除了苻坚因统一北方，西

定巴蜀，有数胜而骄的因素外，三帝都急切地期望尽快

统一全国，主要为实现儒家民族观 “汉夷一家，天下统

一”的大同世界，以完成儒家民族理论体系所阐述的全

过程，从而做孟子所褒奖的一位 “后圣”。

秦王苻坚、魏孝文帝、北周文武二帝，不但雄才大

略，有驾驭英豪的才能和魄力，又能克己正人，勤政爱

民，任贤选能，从善如流，节俭御物，体验民情，这些

作为君主最难全面做到的，他们都做到了 （苻坚后期稍

差）。而王猛、李冲、王肃、苏绰、卢辩等五位辅宰，

不仅有治国才略，而且励精图治，孜孜不倦，忠于君

主，忧勤王政，廉洁奉公，为国事 “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这些是宰臣难于全面做到的，他们也都做到了。

在上述君臣九人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革故鼎

新，勇于奉献的优秀精神和品格。他们同其他有关人物

一起创造了中古汉族与各少数民族融合最后完成的丰功

伟绩，为唐代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永远值得

人们称颂。

４．民族融合的深远影响。十六国北朝加入民族融合

队伍，有匈奴、氐、羌、羯、鲜卑、乌恒、柔然、高

车、蛮、獠、奚轲、蜀、稽胡等１３个民族，与汉族融

合的总人数，经初步考察，大约有１１３６１９８０人。② 而南

朝境内的少数民族，细分起来名目繁多，有蛮、僚、

俚、马、蜀、越等名称。其中，蛮、僚、俚三大支居住

地很广，人数众多。这一时期，约有３００万人南方少数

民族融入汉族。

关于民族融合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首先应当考

察被融进汉族的各少数民族族别和总人口数。一般来

说，族别愈杂，人口数愈多，则在与汉族融合中，所产

生的新基因就愈多，因而其历史影响也愈大。以族别和

总人口数而论，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规模，可以说

是空前绝后的。

在隋唐时期，魏晋南北朝各少数民族１４００多万

人融入汉族后，其所占比重相当大。唐永徽三年 （公

元６５２年）国家领有民户３８０万，唐代每户约六人，

则为２２８０万人口，少数民族融入汉族人口约占总数

的５０％多。如以神龙元年 （公元７０５年，距唐建国

已８６年）全国民户６１５万，口３７１４万计，则少数民

族人口融入汉族的人口数接近总人口数的３１％。如

此众多的少数民族人口融入汉族中，无论对汉民族本

身的繁衍还是汉文化的发展来说，都被输入了大量的

新基因，从而汉族人民在衣、食、住、行、语言、文

字及文化娱乐等各方面更加丰富多彩。而且根据人类

优生学原理，汉族与十余个少数民族在血缘上的混

合，给秦汉以来的古老汉民族注入了大量新鲜血液，

各游牧民族质朴、强悍的本性被融入汉族人体中，使

得雄武性与汉族温良恭俭让相结合，刚柔相济互补，

从而带来了新汉族人体素质基因的提高，以及人们创

新思维模式活力的加强。李唐大帝国封建政治、经

济、文化和社会的高度繁荣，正是在十六国北朝民族

大融合给汉民族和文化注入了大量新基因的基础上而

出现的。

首先，隋、唐两朝皇室均属于汉胡混血统。隋唐建

国者杨、李二氏是鲜卑化汉人，其母妻为汉化屠各人或

鲜卑人。如隋文帝杨坚独孤皇后 （隋炀帝母）、唐高祖

母元贞皇后、唐代宗独孤皇后，皆属匈奴别部屠各人。

唐高祖窦皇后 （太宗母）、唐太宗长孙皇后 （高宗母）、

唐睿宗窦皇后 （玄宗母）皆属鲜卑人。唐开国之君高祖

及贞观、开元盛世之主太宗、玄宗三人，皆为汉族与屠

各、鲜卑族婚配的混血儿。北朝民族大融合后出现的汉

胡混血统李唐皇室，及其所承袭统率的西魏、北周、隋

政权最高统治层汉胡后裔集团，乃是缔造李唐帝国和开

创唐初盛世的核心力量。

李唐皇室既 “源流出于夷狄”，以继承北朝民族

融合之政策，故有唐一代大量重用各少数民族出身的

人才。同时被融入汉族的各族优秀人物在汉文化孕育

下，也自觉地奋起登上历史舞台，因而在唐政权政

治、军事、文化领域中，少数民族出身的骨干人物为

数不少。少数民族出身的宰相、三公三师、名将、文

化名人共有８２人，他们中不少人在各自领域皆属于

顶尖人 物，为 盛 唐 政 治 军 事、经 济、文 化 建 树 卓

著。③ 显然，这是北朝至唐初民族大融合的直接结果。

不仅如此，唐初受北朝民族融合的影响，更大批地重用

胡人。仅贞观四年 （公元６３０年）五月东突厥灭亡后，

除擢用可汗为都督外，其部落酋长至者 “皆拜将军、中

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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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胡三省在 《通鉴》注评 “夷夏之分”论者说： “自

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①李

唐建国紧接北朝民族大融合完成后的初期，故能实行

最开明的民族政策，使唐初民族融合仍在沿着北朝以

来的形势发展。唐太宗在理论和实践上最彻底地实行

了儒家进步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正是他真正实行华

夷平等一家的政策，并继续推进民族融合的进程，因

而唐前期作为统一王朝，在民族关系上取得了前所未

有的成功。

我国中古历史经过一次重要的汉胡民族大融合后，

汉族机体内被输入了大量新鲜血液，从而出现了新的生

机和活力，这集中体现在唐前、中期以汉胡混血君主太

宗、玄宗为首包括汉胡优秀人物在内的两个杰出的君臣

领导集团的宏伟建树之中。其中尤以贞观盛世为重要，

因为它为大唐近三百年历史打下了坚实基础。唐太宗具

有鲜卑族淳朴、豪爽的秉性，又深受十八学士的长期熏

陶，深刻领悟儒学及其修、齐、治、平的价值取向，加

之天赋资质甚高，从而形成雄才大略、满腹经纶、宽厚

仁爱、谦虚谨慎、豁达率真等理智与人性高度结合的王

者风范和君子作风，使他在施展其高超的政治军事才能

时，能高瞻远瞩，总结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历代兴亡之

真谛，从而励精图治，把选才、纳谏、明法、节俭、爱

民作为治国的五大要务。他在位的２３年内，所任用的

贤相、名将、廉吏、文化巨匠足有５０余人之多，皆属

于历史上各领域的第一流人才。②太宗真心用贤和纳谏，

保证其所施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类政策方针

政策的正确性。因而总的来说，唐前期政治较开明，封

建专制氛围较为宽松，这有助于君臣上下一心，励精图

治。唐初继承并发展北周府兵制，武功最盛，疆域扩

展。唐廷又将北朝的均田制施行于全国，轻徭薄赋，奖

励农桑，从而唐建国仅十多年后 （贞观四年），经济繁

荣， “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

经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

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③同时，唐初的对

外开放政策，带来了文化的繁荣昌盛。贞观十四年 （公

元６４０年），太宗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长安国子监增

筑学舍１２００间，生徒３千余人。“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

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

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④当时，京城长安

成为亚洲文化中心。

总之，从当时民族融合时间之长以及加入民族融合

的少数民族之多和总人口数而论，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

合的规模，可能是中外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从而我国历

史进入隋唐时期，出现了一个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空

前繁荣昌盛的崭新局面。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荣

誉学部委员

责任编辑：赵　俊

①　《资治通鉴》卷１０８ 《晋纪》太元二十一年七月胡注。

②　参见拙著 《儒家民族观与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及其历史影

响》，载 《六朝史论续编》。

③　《资治通鉴》卷１９３ 《唐纪》贞观四年。

④　《新唐书》卷１６８ 《刘禹锡传》，《资治通鉴》卷１９５ 《唐纪》

贞观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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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渭：中古空间绝后的民族大融合


